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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若芬《南洋风华——艺文•广告•跨界新加坡》，新加坡：八方文 

化创作室，2016，369 页。 

   

南洋风华——艺文•广告•跨界新加坡》以

“跨界”为主轴，内容涉及“艺文”、“广告”两

大部分。“艺文”部分论析十余位文人与新加坡

结下的文学、书画因缘。有别于作者在此前曾出

版的《苏轼题画文学研究》、《三绝之美郑板桥》、

《艺林探微：绘画．古物．文学》等相关研究论

著，此次研究场域首次从“中华”跨界至“南洋”，

发掘两地之间曾经碰撞出的文化火花。秉持着文

艺趣味与学术严谨性并重的撰写风格，作者除了

以专业眼光对书法、绘画的笔法、风格作鉴赏分

析，还探索了背后隐含着的新加坡历史文化内

涵，比如《海洋城市的时代印记——黄遵宪在新

加坡的楹联试析》，就由黄遵宪的楹联，引申出

对新加坡早期海南移民船务事业的论述，进而对十九世纪新加坡“海洋城市”的

特质进行思考。这类文章的研究视角对文史研究者而言，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。 

如果说“艺文”部分是作者“亚洲视觉文化与美学”研究领域的延伸，那么

“广告”部分则是“文图学”方法的展示平台，所占篇幅虽然不大，然而其在作

者心目中的份量却等同于“艺文”部分。从作者的学术历程来看，早在二十余年

前就已开始致力于探索“文”与“图”的微妙关系。凭藉着传统中文系学术的研

究实力，再融汇多年的探索心得，作者得以开创“文图学”这一新颖的研究概念。 

本书包含三篇与广告有关的文章：《吸烟与爱国——“五四运动”前后南洋

兄弟烟草公司在新加坡<叻报>的广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吸烟与爱国》）、《“文图学”

研究示例——1920-30 年代虎标永安堂药品在东亚的报纸广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虎

标》）、《商品宣传与法律知识——1920-30 年代虎标永安堂药品的的“反仿冒”》。

通过这几篇对二十世纪初华文报纸商业广告的研究，作者很好地向读者示范了如

何诠释“文”与“图”的新生产形式，以及新的依存关系。仅就前两篇而言，研

究对象主要涵盖商家、消费群、广告文案撰稿者，旁涉时代背景、审美文化、政

治意识、出版机制等社会学领域。两篇论文的主旨明晰，都是想藉由广告文图的

原生态面貌，探索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。然而，有异于一般社会学论文

的平板笔调，作者却是以饱蘸文学灵气之笔，轻松书写出严谨翔实的考究成果，

加上广告图影复古情调的渲染，确实易于使读者感受到别样的阅读乐趣。 

《吸烟与爱国》一文侧重于“反思民族情感与爱国意识对于消费行为的影

响”。作者简练梳理了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的权利矛盾，以及力挽狂澜

的广告应对策略，引领读者进入那个大时代的特殊背景氛围中，去想象、感受消

费者的爱国意识情绪是如何地牵动着商家的利益，并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对南洋

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的种种分析，章法严密，过渡自然。《虎标》则通过对药品广

告基本策略、商标造型演变、广告“中国化”的演变历程、广告情境设计等一系

列问题的探讨，集中体现了“文图学”的研究指向及内涵，如何在传统文史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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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藉由“原生态图文”生动还原了许多隐藏着的历史真相。 

仔细体会后可发现，这两篇文章对一系列问题所投注的关注与探讨，既能环

环相扣，又能单独拈出供读者细细品味，且多处彰显出作者多元的学术根底和素

养。比如在《虎标》中，作者追溯了中国古代以动物为标记的商业广告源头，并

解释其优越于语言文字的原因，为永安堂药品以老虎为商标的构思寻找到了历史

渊源的依据。接着，作者又耐心逐一地考究出老虎商标造型演变背后的东南亚文

化因素。而在《吸烟与爱国》中，作者关注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文案如何

把中国传统经典变易为符合产品宣传的内容，指出涉及的经典包括《诗经》、李

后主词、童蒙读物等。文章的尾声，作者始终不忘探讨烟草传入中国之后，数百

年来中国人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转变（过程中引用清代诗

词、报纸广告来印证）。如此洋溢着人文情怀的论述思路，似乎得力于作者过去

在中文系传统研究领域的训练和积累，它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传统学术仍然怀有

一份真挚的感念之情。 

作者在研究生时期曾师从曾永义、石守谦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人书画文学

与各种文字载体，之后进入大学执教仍继续往此领域深入钻研，故在书画与文物

鉴赏方面有着精湛的造诣。此造诣使作者在发掘广告背后深意时更加得心应手。

比如，《吸烟与爱国》刊载了《叻报》1902 年 7 月 27 日一则香烟广告，广告以中

国传统版画风格描绘“长尾发辫的女子左脚单膝着地而跪，右手右手在地面写字

（拾物？）”，作者凭借鉴赏经验，敏锐发掘出此广告设计呼应中国备受欺凌的时

代背景，“适合用来表达民族意识的要求——女子（弱者）、土地（国家）”，合理

地诠释出广告设计者的动机和巧思。又如，《虎标》论析永安堂市场拓展到中国

之后，产品风格逐步趋向中国情调，作者先注意到其中包含了模仿中国古代绣像

小说插画的形式，之后又具体考究出一些广告图像的来源即为清代仕女画。在文

学素养与书画鉴赏造诣的相交融汇下，文章最终顺势导出广告撰稿人顾影自怜的

美学语言及扭曲心理，收结于低回婉转的氛围之中，令人沉思。 

总括而言，“广告”作为此书诠释“跨界”形态的窗口之一，与另一窗口“艺

文”，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新加坡过去曾有过的人文底蕴，以及她与中华地区剪不

断的千丝万缕关系。不论是想从书中汲取历史知识或知晓文人轶事的一般读者，

抑或想从作者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借鉴和启迪的学者们，相信都会不同程度上改变

对新加坡这一“西化商都”的刻板印象，甚至激发起从“文图关系”中接续去探

索“南洋风华”的动力，呼应作者抛砖引玉的美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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